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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周以来的社会制度，迨至春秋末世，

已遭到严重破坏，人心不古，礼坏乐崩。失

落的周天子、各国诸侯以及怀念过去的人

们，恪守着信仰，是那样地忧心忡忡；而各

诸侯国内部正在得势的卿大夫们，奋力崛

起，又何等地踌躇满志！当时，层出不穷的

新生事物，犹如雨后春笋，正以其勃勃的生

机，预示着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降临。历

史，不禁使人们记起唐代诗人刘禹锡的名

句：

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 。

奴隶制所面临的危机

商周以来的奴隶社会，到春秋末世正

《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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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历着严重的危机。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类型及其年代上的起迄

点，这在史学界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。本书认为，中国的奴隶社会

应属于“古代东方”类型，有其自身的许多特点。西周王朝所实行

的井田制度、分封制度、宗法制度以及以敬天保民、尊祖敬宗等为

代表的意识形态，构成了西周奴隶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主

体。春秋末世，这种奴隶制度已进入衰落阶段。正如金景芳先生

在《中国奴隶社会史》和《中国古代史分期商榷》中所概括的那样：

隶农的出现与井田制的逐渐瓦解，食邑制的盛行、县的始设与分封

制的逐渐废止，族权同君权的对抗与宗法制的逐渐破坏，礼治被法

治的逐渐取代，如此等等，这一切，标志着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，

奴隶制度已陷入全面的危机之中。

西周的井田制度，实际上即是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制度。这种

土地公有制度的本质特征是：“把土地分配给单个家庭并定期实行

重新分配”“，耕地是不准买卖的公共财产” ，即《周礼 地 遂官

人》所说的“以岁时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”。在广大的农村即所谓

“野”中，周王朝实行“九一而助”的赋税制度，把土地分为“公田”与

“私田”：公田上的收获物全部归公，而私田上的收获物则全部归于

“野人”即农夫自己。居住在“国”中的“国人”即平民，只授予份地，

不设公田，交纳十分之一的贡赋，即“国中什一使自赋”。

春秋末期，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，农夫个人的生产能力有了

空前的提高，在公田上进行集体劳作的必要性日益减少，农夫在公

田上劳动的积极性越来越小。在齐国，据《诗 齐风 甫田》记载，公

田上“维莠骄骄”，杂草丛生，土地荒芜。在陈国，也出现了《国语

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第 页卷第 。

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第 卷第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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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语中》所记载的“今陈国道路不知，田在草间，功成而不收，民罢

于逸乐”的现象。针对上述情况，统治阶级相继放弃“九一而助”的

剥削方式，改为按田亩征收赋税，即“履亩而税”。履亩而税的实

行，据何休的解释，是因为“民不肯尽力于公田（”《公羊传》宣公十

审分》篇说“：今以众地者年何休注）。《吕氏春秋 ，公作则迟，有所

匿力也；分地则速，无所匿迟也。”随着西周井田制度的瓦解，以“分

田而耕”为基本特征的国家授田制度，自战国时代开始逐渐地被付

诸实施。

西周的分封制度，是周初统治阶级对中国历史发展的一大贡

献。以周公姬旦为代表的周初统治集团，从管蔡叛乱和商人南下

入主中原以及周人东进灭商的历史事实中总结经验教训，为确保

周王朝的长治久安，把周天子的兄弟亲戚、功臣分派到周王室的边

陲地区建立诸侯国家，作为周王室的屏障“，以藩屏周”，防止异族

势力入主中原。分封作为周王朝的主要政治制度，实质上是西周

的国家政体 。这一政体的实行，建立并加强了地方政权同周王

室的隶属关系，促进了各诸侯国社会历史的迅速发展，加速了各族

的融合进程。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主要部分，西周分封制度对中

国历史的发展确实起到了重大的积极作用，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

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。

分封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，是所谓“强干弱枝”。西周前期，周

王室在经济上、军事上拥有强大的实力，有能力对各诸侯国实行有

效的统治，即所谓“礼乐征伐自天子出”。周平王东迁后，王室衰

微，几个大诸侯国的经济、军事实力逐渐强大起来，齐桓公、晋文

①黄中业：《西周分封制度是国家政体说》，载《史学月刊》 年 期。

黄中业：《西周分封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》，载《社会科学战线》 年 期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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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、楚庄王相继为中原霸主，历史进入了“礼乐征伐自诸侯出”的时

代。到了春秋末期，各诸侯国内部卿大夫的势力逐渐强大起来，操

纵着国家政权“，政在家门”，历史进入了“礼乐征伐自大夫出”的时

代。更有甚者，有些卿大夫手下的家臣也效法主人，在地方上发动

叛乱，窃夺国柄，这就是所谓“陪臣执国命”。

生活在春秋末世的孔子，面对着这种局面，忧心忡忡。他说：

“天下有道，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。天下无道，则礼乐征伐自诸侯

出。自诸侯出，盖十世希不失矣。自大夫出，五世希不失矣。陪臣

执国命，三世希不失矣。天下有道，则政不在大夫。天下有道，则

庶人不议。”又说：“禄之去公室，五世矣。政逮于大夫，四世矣。

故三桓之子孙微矣。” 汉人司马迁说“：春秋之中，弑君三十六，亡

国五十二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，不可胜数。” 孔夫子所概

括的事实，司马迁所列举的数字，表明西周的分封制度在春秋时期

已经名存实亡：分封制度的金字塔倾倒了，旧有的社会秩序已遭到

严重破坏。

在鲁国，执掌国政的大夫季桓子，在家庙中僭用天子礼乐，舞

以八人为列，六十四人在庭中蹁跹起舞。孔子得知此事后，愤慨地

说“：季氏八佾舞于庭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？” 站在分封制度

的塔顶来看待春秋末世执掌国政的卿大夫的所作所为，当然是大

逆不道，不可容忍。戴着周礼的有色眼镜来看待春秋末世的事物，

一切都乱了套。尊奉周礼的人们把春秋末世的世道看成是天下大

乱，这是很自然的。

《论语 季氏》

《史记 太史公自序》。

《论语 八佾》。

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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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公在西周初年的“制礼作乐”，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盛事。

他为周王室所制定的各项政治法律制度和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诸多

建树，构成了西周奴隶制上层建筑的主体。春秋时期的礼坏乐崩，

表明奴隶制度已陷入全面的危机之中。

然而，春秋末世的天下大乱，并非是世界末日的降临。是那些

层出不穷、雨后春笋般的新生事物，迎接着新时代的曙光。

牛耕与铁工具的出现

关于牛耕的起源，在学术界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。有人根据

甲骨文中有“犁”字的初文，提出了“殷人牛耕”的说法。其实，牛耕

与犁虽有不可分割的联系，但是犁的出现与牛耕的出现毕竟是两

回事，不可能在犁的出现后便立即使用牛耕。从文献记载来看，

《国语 晋语》曾记载“：夫范、中行氏不恤庶难，而欲擅晋国。今其

子孙将耕于齐，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。”《论语 雍也》也有“犁牛之

子骍且角，虽欲勿用，山川其舍诸”的记载。这两条史料表明，把用

来祭祀祖先神灵的牛用来耕田，在春秋末世已经出现。可以证明

这一点的是，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把牛与耕作为自己的名字。例

如，孔子的弟子冉伯牛名耕，司马耕字子牛。此外，晋国还有一个

大力士名为牛子耕。这种把“牛”与“耕”字联系起来作为名、字的

时尚，表明牛耕在当时确实是一件新生事物，因而被某些知识分子

用来作为自己的名字，引以为时髦。

牛耕的出现，标志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春秋末世已有

重大的突破。与此相联系的又一重要新生事物，是冶铁技术的飞

跃发展和铁制工具的出现。



第 6 页

冶铁技术与铁制工具的出现，这在学界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

问题。

年在河北藁城台西村的商代遗址中出土了一件铁刃铜

钺 年在北京市平谷县独乐河乡刘家河村的商代中期墓中，

又出土一件铁刃铜钺。经分析，两件铜钺的铁刃均为陨铁锻制。

件青铜兵器中年在河南浚县辛村出土的 ，有一件铁刃铜

钺与一件铁援铜戈，从兵器上“大保”“、康侯”铭文来看，这批器物

的制作年代在周初。经分析，铜钺的铁刃与铜戈的铁援，也是用陨

铁锻制的。可见，至迟在殷代和西周初期我国已处于使用陨铁的

阶段，并被地下出土文物所证明。

齐语》、《郭沫若根据《国语 秦风诗经 驷驖》以及《管子 轻

重》等有关记载，提出了春秋时期已经使用铁器的论断 年

代，黄展岳先生对《诗 秦风经 《左传》昭公二十九年驖　 “铸刑

鼎”、《国语 小齐语 匡》 》、《管子 以及金文《班 》、《叔夷》等有关铁

的记载，认为应另作它解，不足以作为春秋时期已经使用铁器的证

据，并撰文指出：真正属于春秋晚期的铁器，已出土的约有十件，器

类简单，形体薄小 。陈振中与黄展岳的见解不同，他在《青铜生

产工具与中国奴隶社会经济》一书中，详细地论证了《国语 齐语》、

《管子 海王》、小匡》、《管子 《管子 轻重乙》、《左传》昭公二十九年

以及《越绝书 越绝外传》、《吴越春秋 阖闾内传》等有关冶铁与铁

器制造的记载，可以用来说明春秋时期已经较多地使用铁器 。

郭沫若：《希望有更多的古代铁器出土》，载《文史论集》人民出版社 年版

页第 。

黄展岳：《关于中国开始冶铁和使用铁器的问题》，载《文物》 年第 期。

陈振中：《青铜生产工具与中国奴隶制社会经济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年版第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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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振中还在同书的《已出土春秋铁器一 年览表》中，对

月以前发表的考古资料，凡属春秋时期以及春秋战国之交的出土

铁器一一加以例举 件）、铲（ 件）、犁铧 件）、耙，计有农具?

件）、件）、锸 件） 件），手工工具（斧、锄（镈 凿 件）、锤（

件）件）、削 、刮刀（ 件）、刀（ 件）、锛 件）以 件）、铁柄及剑（

件）件）、鼎 件）、带 等。钩（ 表中所列 个出土地铜镞 点，

分别属于山东、山西、河南、河北、湖南、湖北、陕西、甘肃、江苏、云

个省区的 个县（市）。这些铁器的种类表南、内蒙古等 明，铁

器已被广泛地应用于农业生产、手工业生产、日常用具以及兵器。

对已经出土的春秋铁器进行金属分析的结果表明，这些铁器

有的是用块炼锻制而成，有的是用生铁浇铸，也有的是用中碳钢制

作并经过热处理的。

直到目前为止，已经出土的春秋时期的铁制工具，同现已出的

战国时期的大量铁农具和手工工具相比，数量是极其有限的。当

然，不能排除以后还会有春秋时期铁器的出土，但与此同时战国时

期铁器出土的数量也会增加。从现有的出土铁器来看，春秋时期

虽有铁制工具出现，但是还没有普遍地用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

活动，因此《管子》书中《海王》、《轻重乙》所记载的情况是属于春秋

时期的齐桓公时代，还是属于战国时代，尚且有待考证。不容否认

的是，春秋时期人们已经掌握了生铁的冶炼和浇铸技术，同时又制

造出很多种铁制农具与手工工具，这本身便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。

它标志着冶铁与铁器制造业在春秋时期已经取得重大突破。这一

重大突破为战国时期冶铁业的崛起准备了物质上的必要条件，是

春秋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重要标志之一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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楚国的期 陂思陂和芍

中国古代的农田水利设施沟洫，早在原始社会就已经出现。

泰伯》所说的大禹“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”，便是明证。《论语 从文

献记载来看，直到春秋时期，我国北方的沟洫系统实际上是防涝的

排水设施，主要功用是为了除水害。清代学者程瑶田说：“郑氏注

《小司徒》云‘沟洫为除水害’，余亦以为备涝，非备旱也。岁岁治

之，务使水之来也，其涸可立而待。若以之备旱，则宜潴之，不宜沟

之；宜蓄之，不宜泄之。今之递广而递深也，是沟之法，非潴之法，

程瑶田的论述，是泄之，非蓄之也。” 对沟洫的功用作出了正确

的说明。同战国时期用铁臿开凿的排灌用的大型农田水利工程沟

渠相比，春秋以前用木耜挖掘的防涝用的沟洫，不过是小型的农田

排涝设施而已。

值得提出的是，春秋时期楚国令尹孙叔敖所主持修建的期思

陂和芍陂，则开创了战国时期修建排灌用的大型农田水利工程的

先河。

孙叔敖是楚国期思（今河南固始县东北）人，出身贫寒 。楚

庄王（公元前 年 前 年 在位期间，孙叔敖被提拔担任“令

尹”职务。在宰相任上，孙叔敖主持修建了期思陂和芍陂两大水利

工程。

程瑶田：《沟洫疆理小记 井田沟洫名义记》，载《清经解》上海书店 年版第

册 页。第

（荀子 非相》“：楚之孙叔敖，期思之鄙人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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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思陂作为陂塘蓄水工程，它的修建，见于《 人间训》淮南子

的记载“：孙叔敖决期思之水，而灌雩娄之野。”期思故城在今河南

省固始县东北， 决水注》记载：雩娄在今固始县东南。据《水经注

“决水出庐江雩娄县南大别山，北过其县东，又自安丰县故城西北，

经蓼县故城东，又西北，灌水注之，又北入于淮。”这条河水现称史

河。可见，期思之水即是指今日史河而言“。决期思之水”，即是决

引史河并修筑陂塘以蓄水，用来灌溉史、灌二河之间的广大农田。

年）固始县县令段光在期东汉延熹三年（公元 思县县城西北角

孙叔敖庙前所立的《楚相孙叔敖碑》，碑文说“：宣导川谷，陂障源

泉，溉灌坺泽，堤防湖浦，以为池沼，钟天地之美，收九泽之利。”碑

文对孙叔敖修筑期思陂功绩的颂扬，阐述了这一水利工程的效益，

也表达了千百年来人民对于孙叔敖的怀念，是孙叔敖主持修筑期

思陂工程的有力证明。今日河南省固始县境内群众所说的“百里

不求天灌区”，即是公元前 年孙叔敖所主持修建的我国最早的

大型水利工程 。

芍陂是孙叔敖主持修建的又一陂塘蓄水工程。该工程位于今

安徽寿县安丰城南，今名安丰塘。这一带的地势是东南西三面较

高，北面地势较洼。雨季时山水下流，钭向淮河，流速甚快，往往冲

毁农田禾苗。孙叔敖利用这里地势的特点，主持修建芍陂，引淠河

与今日东肥河作为主要水源，将东面凤阳的积石山、东南面的龙池

山、西面六安龙穴山流来的水流全都集中在芍陂之内，形成大型的

陂塘，变水害为水利，灌溉附近的农田。《水经注 肥水》记载的“陂

周百二十里许”“、陂有五门，吐纳川流”，概括了芍陂工程的主要设

①朱成章：《我国最古老的灌溉工程 期思 雩娄灌区》，载《自然科学史研

期究》 年第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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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道怜传》的“芍施及蓄水与放灌的功能。《宋书 陂良田万余顷”、

王景传》《后汉书 李贤注所说的“陂经百里，灌田万顷”，虽然讲的

是东汉及南北朝时期的情况，对于了解春秋时期芍陂工程的巨大

效益，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。

以往的文献记载中往往把期思陂与芍陂混为一谈。其实，史

河与灌河之间的期思陂在河南省固始县东北，芍陂在安徽省寿县

安丰城南，二者相距二百余里，原是两个自成系统的陂塘蓄水工

程 。

期思陂与芍陂两大蓄水灌溉工程最早出现于我国南方的楚国

境内，并非偶然。前文所说的我国北方的沟洫系统的功用主要是

为了排涝，但绝不意味着春秋中期以前人们不懂得引水灌田。实

际上，园圃中的井灌、陂塘的蓄水灌田以及稻田中的引流灌溉，早

在西周、春秋时期已是常见的事物。例如：《庄子 天运》的“抱瓮而

出灌”，讲的是井灌 白桦》的诗经 “淲池北流，浸彼稻田”，讲的是

泂酌》的“泂引 酌彼行潦，流灌溉 诗 挹彼注兹，可以濯溉”，讲经

的便是利用陂塘蓄水来取水灌溉。在南方的水田耕作和田间管理

中，由于稻作物的生长习性，引流灌溉是必不可少的环节。《周礼

稻人》中所说的“稻人掌稼下地，以 蓄水，以防止水”，讲的便是建

造堰塘一类的蓄水工程。

期思陂与芍陂在春秋后期出现的重大意义在于：它是在我国

南方稻作物地区堰塘基础上首次修建的大型陂塘蓄水工程。它的

出现，为我国北方旱作地区在战国时期兴建排灌用的大型农田水

利工程，在工程技术上准备了必要的条件。

①徐义生：《关于楚相孙叔敖的期思陂和芍陂》，载《安徽大学学报 年第》

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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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之，牛耕与铁制工具的出 与芍陂的兴建，标志着现，期思

我国农业生产力的水平在春秋后期已有重大的突破，为战国时期

农业生产力的飞跃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。

春秋手工业发展新貌

春秋时期手工业发展的特点之一，是几个大诸侯国迅速地赶

上甚至超过周王室的发展水平。从出土文物看，西周时代的青铜

器，多是周王室的制品，各诸侯国的器物则较少。 春秋时期，情况

与此相反：周王室的器物相对地减少了，而各诸侯国的铜器，已经

出土的，不仅数量多，而且制作精美。例如著名的秦公簋、莲鹤方

勾践剑、蔡候编钟等等，壶、吴王夫差剑、越王 都已赶上或超过了周

王室器物的制作水平。

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手工业发展的新貌 可以从山西侯马晋国

手工业作坊遗址和湖北大冶铜绿山楚国古矿井遗址的发现中窥见

一斑。

山西侯马牛村古城遗址，即是晋国晚期都城新田。该遗址南

北长 米米至 米，东西宽 至 米。在古城的南

郊，除居住遗址外，还发现大面积的青铜、骨器、陶器等手工业作坊

遗址。其中，最大的一处铜器作坊，面积多达 平方米。遗址

中不仅发现了大量的用来铸造铜器的陶范，而且还发现一处方圆

数米、堆积成 米的陶范层。仅就一次发掘的统计，便出土大小

整残陶范 万余块（从遗址的存在时间上看，其中有一部分可能是

属于战国中期以前的陶范）。从陶范的器形可以推知，这个铜器作

坊的产品有礼器类的鼎、 、敦、豆、壶、匕 、舟、钟；兵器类的剑、、匜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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镞； 、马衔；工具类的刀、削、镈、斨；日用器类的镜、带车马器类的

钩，如此等等。特别是在遗址中的一个椭圆形穴内，曾发现两堆完

块，总重量 市斤（最整的铜锭，共 大的一块重 市斤）。作

坊内储存一部分铸好的铜锭，显然是为了保证有计划连续生产的

需要。遗址中的陶器作坊遗址，集中分布在半平方公里的范围之

内，窑群密集，有的几乎相连，说明当时的陶器也是大规模生产的。

骨器作坊遗址的发现，共有三处，在堆积层中发现大量的废骨料和

半成品。从发现的骨器半成品的切、剖、凿、刻、磨的痕迹上看，可

知所使用的手工工具很锐利，制作技术也比较高。

湖北大冶铜绿山楚国古矿井遗址的发现，为我们了解春秋时

期采矿业的规模和水平提供了宝贵的资料。 这座铜矿遗址的采掘

点，距地表 余米。在 平方米的发掘 个竖井和面中，发现了

个钭井。矿井所用的支护木料，是直径 至 厘米的圆木。竖

井的井口直径为 厘米左右，井筒支护结构完全采用“密集法搭

口式接头”，即把圆木两端砍出台阶状的搭口榫，四根搭成一个方

框，然后将这种框形支架层层迭压，构成竖井。钭井的支护是采用

“间接法榫口式接头”，即把两根圆木两端削出圆形榫，将两根方木

或半圆木两端凿出相应的孔，四根穿接，构成一方框，然后再把这

种框形支架沿矿层的倾钭角度由浅入深，构成钭井井架。铜绿山

铜矿竖井和钭井的支护技术，反映了采矿业在当时所达到的先进

水平。

标志着春秋时期手工业生产有突破发展的，是冶铁业的出现。

从地下出土文物来看，至迟在春秋晚期，我国已能炼出含碳 以

上的生铁，比其他国家早 多 个省区年。春秋铁器在我国

的出土，表明冶铁业已在较为广泛的地区分布。

侯马牛村古城遗址出土的早期青瓷，釉色淡青，釉质均匀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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泽，说明瓷器烧制工艺已有较大的发展。吴越地区的印纹硬陶在

春秋时期已达到全盛阶段。这些陶器的纹饰大都作几何图案，如

水波纹、折尺纹、回纹、方格纹、菱形纹、蓝条纹、席纹、叶脉纹等等，

别具风格。江苏南部的硬陶，由于陶土中含有铁质，陶器多呈紫黑

色，烧成温度高达 ，高于一般陶器。

煮盐业以濒临渤海、黄海的燕、齐两国最为发达。齐国的煮盐

地业是国家重要经济收入之一。《管子 数》篇所记载的“聚庸而煮

盐”一语表明，当时煮盐业的规模已经很大。

纺织业以齐国最负有盛名，它所“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，号

，

为冠带衣履天下 。

漆器以楚国的制品最为有名。长沙春秋楚墓出土的漆棺、漆

木车、涂漆皮甲和带漆铜剑鞘等，都是春秋时技术水平很高的工艺

品 。

春秋时期，一些诸侯国大多有自己专精的手工业产品闻名于

世，如“郑之刀，宋之斤，鲁之削、吴粤之剑” 等等，说明春秋时期

的手工业产品已经在向专业化发展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。

大商人范蠡与端木赐

在西周的井田制度和“工商食官”制度之下，商品生产很不发

达。春秋时期，随着井田制度与工商食官制度的逐渐瓦解，特别是

农业与手工业生产的发展，产品的增多，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扩大，

《汉书 地理志》。

《周 考工记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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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大地促进了商业的发展。春秋末期商业有飞跃发展的重要标志

之一，是商人阶层的活跃特别是著名大商人的出现，他们在社会的

政治经济生活中已享有相当重要的地位。其中，范蠡与端木赐便

是春秋末世大商人中的代表人物。

范蠡，春秋末年楚国宛（今河南南阳）人，出身贫贱，后侍奉越

年，勾践被吴王夫差打王勾践，成为勾践的谋士。公元前 败，

向勾践献计，向吴退守会稽（今浙江绍兴）。范蠡 王请求投降，自己

也到吴国充当人质。归国后，范蠡与大夫文种一道辅佐勾践，发愤

图强，终于发兵灭吴，北上称霸中原，勾践以范蠡为上将军。据《史

越王勾践世家》记记 载：

范蠡以为：大名之下，难以久居。且勾践为人，可与同患，

难与处安，为书辞勾践曰：⋯⋯乃装其轻宝珠玉，自与其私徒

属，乘舟浮海以行，终不反。于是勾践表会稽山，以为范蠡奉

邑。

范蠡浮海出齐，变姓名，自谓鸱夷子皮。耕于海畔，苦心

戮力。父子治产，居无几何，致产数千万。齐人闻其贤，以为

相。范蠡喟然叹曰“：居家则致千金，居官则至卿相，此布衣之

极也。久受尊名，不祥。”乃归相印，尽散其财，以分与知友乡

党，而怀其重宝，间行以去。止于陶，以为此天下之中，交易有

无之路通，为生可以致富矣。于是自谓陶朱公，复约要父子耕

畜，废居，候时转物，逐什一之利。居无何，则致赀累数万，天

下独陶朱公。

范蠡在辅佐勾践灭吴称霸之后，急流勇退，其原因在他到达齐

国后写给同事大夫文种的信中说得很明白“：飞鸟尽，良弓藏；狡兔

死，走狗烹。越王为人，长颈乌喙，可与共患难，不可与共享乐，子

何不去？”范蠡在这一信条下，当机立断，离开勾践，远走他乡。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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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了！他不仅逃避了大夫文种所遭受的可悲命运，而且在齐

国又作出一番万古流传的大事业。

弃官之后走发财致富的道路，从文献记载中的范 “耕于海

畔，苦身戮力”“、父子耕畜”“、候时转物”来 所经营的产业看，范

大有“农工商贸一体”的味道，而不是单一的经商，贩贱卖贵。而文

献记载中的“逐什一之利”又表明，范 与战国时期那些囤积居奇、

牟取暴利的大商人如吕不韦之流不同，他所追逐的不是十倍、百倍

的正常利润。总之，范蠡是用正常的暴利，而是 的手段发财

致富的。

范蠡致富获得成功的原因，一是他具有超人的智谋与才能。

正如被商人奉为始祖的白圭所言：“吾治生产，犹伊尹、吕尚之谋，

孙、吴用兵，商鞅行 。二法是也”，范蠡具备白圭所说的这种才能

是他艰苦奋斗，不事奢华“，苦身戮力”，做到了白圭所说的“能薄饮
，

食，忍嗜欲，节衣服，与用事僮仆共苦乐。 三是他所选择的落脚

点是陶邑（今山东定陶县北）。陶邑位于中原，北临济水，东北有荷

水沟通泗水；由此向北是商业发达的卫国，向东是鲁国和齐国，向

西是魏国与韩国。可见，陶邑地处中原地区水陆交通中心，“诸侯

四通”，是“货物所交易”的“天下之中”。作为天下商品的集散地，

陶邑的手工业和商业都很发达。范蠡选择陶邑作为他发财致富的

宝地，表明他眼光不凡，这也是他获得成功的客观原因。

端木赐，字子贡，卫国人，孔子弟子，比孔子小 岁。子贡作

为孔子的高足弟子，善于辞令，曾经游说齐、吴等国，史称“子贡一

出，存鲁、乱齐、破吴、强晋而霸越。子贡一使，使势相破，十年之

蠡走

蠡

蠡

蠡

① 《史记 货殖列传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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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充分肯定了子贡中，五国各有变” 的政治才能。

子贡又善于经商，贱买贵卖。孔子称子贡“赐不受命，而货殖

焉，亿（臆）则屡中。” 意思是说：子贡不接受教命，而去从事经

商，贱买贵卖。他所做出的预测，都能够与实际相符合，从不失误。

《仲尼弟子列传》称“：子贡好废举，与时转货赀⋯⋯常相鲁、卫，家

累千金，卒终于齐。”意思是说：子贡喜好贱买贵卖，把握时机进行

贸易，经常出任鲁、卫两国的国相，家中富有千金，老死于齐国。

货殖列传》又称“：子贡既学于仲尼，退而仕于卫，废著鬻财《史记

于曹、鲁之间。七十 连骑，束子之徒，赐最为饶益。⋯⋯子贡结

帛之币，以聘享诸侯；所至，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。夫使孔子名

声扬于天下者，子贡先后之也。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！”

范蠡、端木赐弃政从商、成为家累千金的大商人的事实表明：

春秋时期农业、手工业的发展导致了商品生产的发展与商

业的繁荣，使大商人阶层的出现成为可能；

范蠡、端木赐在主观上具备成为大商人的条件：他们有智

谋，善于预测和把握时机，又不事奢华，与僮仆共苦乐，勤俭起家，

上得天时，中得人和；

）他们选择交通发达、商业繁荣的地点作为发财致富的宝地，

可以说是下得地利；

范蠡、端木赐或被齐国“以为相”，或“常相鲁、卫”，与诸侯

“分庭抗礼”，表明大商人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已享有重要的

地位。在晋国也有“能行诸侯之贿”的“绛之富商” ；

《史记 仲尼弟子列传》。

先进《论语 》。

《国语 晋语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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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范 、端木赐为代表的大商人阶层出现于春秋末世，并且

在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中风光得意，从一个侧面预示着一个崭新

时代的即将来临。

各诸侯国的赋税改革

春秋时期社会制度上所发生的变革，可分为两大类。其一是

随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而自然发生的变化，如井田制度的逐渐

瓦解，工商食官格局的逐渐破坏，这一切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

的事，并非是统治阶级的有意而为；其二是各国执政的统治阶级为

着自身的利益，自上而下地实行的一些社会改革。显然，这些改革

是同各国主持改革的统治者的预期目的联系在一起的。

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所实行的改革，可依次列举如下：

齐国　　公元前 年，齐桓公在管仲辅佐下，实行改革“，叁其

国而伍其鄙”“，相地衰征”
。

晋国　　公元前 年“，作爱田”“、作州兵” ；前 年“，铸
，

刑鼎 。

鲁国　　　　公元前 年，“初税亩” ；公元前 年“，作丘

甲” ；公元前 年“，作三军”“，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”；公元前

《国语 齐语》。

《左传》僖公十五年。

《左传》昭公二十九年。

《春秋》宣公十五年。

《左传》成公元年。

《左传》襄公十一年。

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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